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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住房分化∗

———基于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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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流出地对其流入地选择

和住房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出身”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

房存在显著分化，流入地的城市等级不仅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有直

接影响，还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本文着眼于住房不平等的地理空间根

源，在理论上尝试构建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联，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

面向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制度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关键词：住房产权　 流出地　 流入地　 新生代流动人口

一、引　 言

流动人口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军和核心推动力。 伴随着其规模增

长和年龄结构的转变，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９０ 年代的新生代流动群体成为

各城市发挥人口红利、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群体，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李文利、梁在，２０１９；龙翠红等，２０１９；王宗萍、邹湘江，２０１３）。 与老生代流动人

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受教育水平、就业领域和职业地位、流动时间和距离、
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社会保障需求等方面都呈现明显不同，在城市定居的

意愿也较为强烈（李志刚、刘晔，２０１１）。 然而，新生代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

农村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限制，具有外地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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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劣势（Ｗｕ，２００４；杨菊华，２０１５）：一方面，他们在享受城市居民福利和权利、实
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入等方面面临较大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减

弱，他们常处于“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的尴尬境地。
作为安居乐业的根本和基础，住房不仅决定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生存境遇，

还影响着他们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获得（Ｓａｕ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０；杨菊华，２０１８；藏波、
吕萍，２０１４；赵晔琴、孟兆敏，２０１２）。 住房的市场化和金融化强化了住房的财富

效应和金融投资属性，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土地价值和住房价格在地理

空间上的差异（方长春，２０２０），能够在什么样的地方获得住房直接决定了居民

经济资本的积累。 此外，在城市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住房与城市落户、子女入学

等重要城市福利和社会保障挂钩，成为居民享受城市社会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在大城市，住房的权利属性也愈加凸显（张传勇等，２０２０），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社会融合以及居留决策。 能否在流入

地获得住房以及在什么等级的城市获得住房，成为透析现阶段社会阶层分化的

重要视角，关系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重要民生工程的进程和我国新型城

镇化战略的质量和成败。 因此，了解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状况，探究他们

在不同流入地的住房分化情况，有助于优化面向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

策，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各城市和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住房市场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城市的重要性，这对于解析流动人口的

住房分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现有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 从流出地看，空间机会

结构以及“出生地效应”（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指出，个体成长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
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个体可获得的教育、工作等资源，对
个体的认知能力、社会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具有显著影响（Ｇａｌｓｔｅｒ ＆ Ｓｈａｒｋｅｙ，
２０１７）。 从流入地看，流入城市的住房市场和政策等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

口住房产权获得的关键因素（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流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除了

承受较大的购房经济压力外，还有可能受户籍制度的限制，被排斥于住房保障系

统之外（Ｆ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刘厚莲，２０１６）。 此外，流动人口的迁

移决策并不是随机的，其本质上是个人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并追求更高效用

的结果。 流出地和流入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是人口从一地流向另一

地的主要原因。 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流动人口选择的流入

地不同（Ｈａｏ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段成荣、马学阳，２０１１；刘涛等，２０２０），由此形成流入

地住房结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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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由于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均衡对个体发展产

生的结构性影响，从而导致的住房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 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研究聚焦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展示其

流动的网络和格局，探究不同流出地、流入地的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分化。 利

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流出地如何影响其流入地

选择，并进而影响其住房产权获得。 通过理解流动人口住房分化的机制，本研

究旨在把握该群体实现“安居梦”的核心症结，以期为优化各地区的住房政

策，缓解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困境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参考

和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住房代表着独立于职业之外的生活机会，是透视现阶段中国社会贫富差距

和阶层分化的重要工具（Ｍ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魏万青、高伟，２０２０；张传勇等，２０２０）。
在以往的住房分层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围绕市场与制度两大因素，探究本地人口

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住房分化。 一些学者认为，住房分化是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

位置差异的结果，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住房困境归因于其较低的社会地

位，强调市场因素的重要性（Ｃ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Ｆａｎ，２００２；刘望保、翁计传，２００７）。
另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劳动工制度等制度

性因素仍是住房分化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某些流动群体对特定资源以

及特定成员身份的获取（陈果，２０１６；方长春，２０２０）。 特别是在大城市，户籍与

城市公共服务、购房资格紧密捆绑，流动人口在购房以及保障性住房的获取上处

于劣势，市场租赁或者非正规租赁住房成为常态（Ｆａｎｇ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Ｌｏｇ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产业转型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农村流动人口不再是一

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人员构成逐渐多元化，不仅在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方

面表现出明显分化，流出地和流入地也日益多元化（段成荣等，２０１９）。 不同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流出地与流入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的机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这对理解流动人口的住房分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已有的住房分化研究中，这一

因素往往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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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不平等的地理空间根源

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地区发展等方面的差别，使原本处于大致相同生活状

况的社会成员因所处地理空间位置和资源的差异而落入收入差距拉大的境地，
从而影响其阶层地位、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刘少杰、陈士强，２０２０）。 生活机

遇、空间机会结构等概念的提出为理解地理空间作用于社会个体层面的不平等

提供了理论支撑。 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提出“生活机遇”（ｌｉｆｅ ｃｈａｎｃｅｓ）的概念，强
调不同地理空间具有不同的“生活机遇”和资源，为个人发挥技术、知识专长和

把财富转变成资本提供可能性，对不同空间的占有成为阶级结构形成的基础之

一。 承袭韦伯以市场中的生活机遇来划分阶级的观点，雷克斯和摩尔（Ｒｅｘ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６７）认为稀缺且理想的住房资源的分配创造了新的生活机遇不平等模

式，不同类型的住房、居住空间和不同的生活机遇相联系，形成特定的住房阶级。
帕尔（Ｐａｈｌ，１９７５）进一步提出，资源在空间分配上的不平等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机

遇，强调城市资源分配的重要性。 无论是雷克斯还是帕尔，都意识到空间作为一

种差异性的“生活机遇”对社会不平等的建构。 个体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空间被

理解为可以影响个体接触和获取基础公共服务、教育、工作等资源和实现社会流

动的“机遇”（Ｂａｂ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０４；Ｈａｍ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此外，加尔斯

特和沙基（Ｇａｌｓｔｅｒ ＆ Ｓｈａｒｋｅｙ，２０１７）在“邻里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的基础上

提出了“空间机会结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概念，强调不同邻里、城
市、大都市区以及地区之间在工作机会、教育资源、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由此产生的不同机会结构或“空间情境效应”（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影响个体对

教育、工作及其他资源的获取。 对空间的占有不仅反映了人们的社会阶层，还是

阶层“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
机遇不平等强调不同社会环境以及个体不可控的环境因素会造成群体间社

会结果的差异。 靳永爱和谢宇（２０２０）对中国社会中的机遇不平等进行了分析，强
调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环境是造成群体间社会结果差异的重要原

因。 其中，个体出生和成长的地理空间所构造的机遇对个体发展影响深远，既有可

能为个体提供发展机会，也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限制。 在发达地区的个体享受高

质量的医疗、教育、就业资源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个体，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其教育、收入水平。 不同居住地的政策、就业机会、人口环境等存在差

异，这些因素影响着社会群体的分化。 因此，不同地区或国家在市场、政策以及社

会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的潜在机遇不平等应该受到关注。
无论是以韦伯、雷克斯、摩尔和帕尔等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强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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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还是社会学家提出的空间机会结构和机遇不平等，都强调个体所在的地

理空间对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凸显了社会不平等的地理空间根源。
此外，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地理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所处的地理

空间及其所面临的机会和限制，影响着个体的社会流动。 本研究中地理流动指

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强调地理位置的变动，与社会流动强调社会成员在

不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流动有所区别。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往往紧密联系在一

起。 人们地理位置的变化，如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或由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往
往影响着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关系着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动，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住房结果。 本研究聚焦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住房分化，接下来将分别

从流出地、流入地来探讨地理空间与住房产权获得的关系。

（二）流出地与住房产权获得

上述提到的生活机遇、空间机会结构等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成长

的地理环境在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对个体资本积累和实现社会成就的

影响。 另外，“出生地效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也揭示了出生地影响个体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的两种机制：出生地的等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对资源的获取和

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可以通过父母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地理空间赋予父母的资

本，通过代际传递来间接影响子女对资源的获取和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

（Ｂｏｓｑｕｅｔ ＆ 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９）。 空间机会结构以及出生地效应等强调出生地在个

人资本积累和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为揭示来自不同流出地

流动人口的住房分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中国，区域差异通常可解释大部分阶层地位和机会的差异，区域间发展的

不平衡造成了“社会空间等级”（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现象（陆益龙，２００８），在
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出生地对个人资源获取以及社会、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Ｃｕ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居民收

入、资源配置和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呈现等级差别。 与来自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
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在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上的劣势

也更为明显（Ｈｕａｎｇ ＆ Ｔａｏ，２０１５）。 其次，在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只体现在城

乡之间，城市间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大城市的“虹吸

效应”以及收缩性中小城市的增多加剧了不同等级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中国在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上存在显著的

行政级别和层级差异。 行政级别和层级更高的城市或区域拥有更多的政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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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申沁，２０１１），使不同行政等

级和层级的城市或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形成明显差距（黄燕芬、张超，
２０１８）。 基于对空间机会结构和出生地效应的理解，城市间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

差异影响着居民原始资本的积累，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个体间的社会分化。
对此，本文提出第 １ 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１：流出地的城市等级越高，流动人口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越多，其在流

入地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越大；相较于来自市辖区和县级市的流动人口，来自县

域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住房的可能性较低。

（三）流入地与住房产权获得

不同等级的城市在住房市场和住房政策上的差异为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提

供了不同的机会结构，影响其获得住房产权的可能性（Ｈｕａｎｇ ＆ Ｔａｏ，２０１５；Ｌｉ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尽管已有学者探究了流入不同城市的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的住房分化 （ 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Ｗｕ ＆ Ｗｅｂｂｅｒ，
２００４），然而关于流入地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

成一致结论。 部分研究表明，相较于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流动

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低，会降低其买房的可能性（董昕、周卫华，２０１４；杨巧、杨杨

长，２０１８）。 此外，在特大城市中，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房地产调控政策限制了

流动人口的购房资格，流动人口基本被排斥于住房保障系统之外，租赁非正规住

房成为流动人口的居住常态（董昕、周卫华，２０１４；刘厚莲，２０１６）。 与北京、上海

等一线城市相比，新一线城市的流入人口更容易获得住房或租住公房（杨菊华，
２０１８）。 然而，也有学者发现，流入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之间并非

简单的线性关系。 相较于大城市和小城市，流入中等城市人口的购房概率较低，
这可能是由于中等城市既没有大城市的吸引力，也没有小城市的房价优势（冯
长春等，２０１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 ２ 个假设。

假设 ２：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等级对其住房产权获得有显著

影响，且流入地城市等级与住房产权获得的概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然而，流入地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流动人口在综合考虑流出地、流入地

城市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下，根据自身的人力资本、能力水平以及发展需求

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个体和城市双向选择的结果。 不同流出地的人口在流入地

选择上存在明显差异。 有学者采用邻近性视角发现，流入地与流出地城市之间

的地理距离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成为阻碍流动的重要因素（Ｈａ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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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ｇ，２０１８；刘涛等，２０２０）。 也有学者探究流出地的城市等级对流入地选择的影

响，发现来自大都市区的人口流入大城市的比例较大（Ｋｉｒｓｃｈｅｎｂａｕｍ，１９７２），而
来源地为中小城市的人口选择进入大城市工作可能会面临较大困难（陈惠风，
２０１７）。 除流出地外，能否实现向大城市流动还取决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 研

究发现，年轻、未婚、受教育水平高、高技能的人口更倾向流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城市或区域（Ｈａｏ ＆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段成荣、马学阳，２０１１）。 同时，流入地城

市劳动力市场和户籍等政策对人口也具有选择性。 在城市经济向创新型转型的

现阶段，地方政府针对性地制定就业、落户和住房保障等政策以吸引“高质量”
劳动力流入，从而也会导致不同特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上日趋分化。

地理流动为个体摆脱不平等的资源配置的空间结果所产生的约束、实现社

会流动提供了重要途径。 空间机会结构指出，个体可以通过选择将自己置于更

好的空间机会结构中，从而增加将其禀赋转化为社会地位的可能性（Ｇａｌｓｔｅｒ ＆
Ｓｈａｒｋｅｙ，２０１７）。 菲尔丁（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１９９３）提出的“扶梯区域”（ｅｓｃａｌａｔ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理
论建立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联。 随后，大量研究证实了一些经济较

为发达的大城市存在的“扶梯效应”，揭示了那些从职业发展机会较少、工资水

平较低、生活质量低的地区迁移至职业发展机遇较好、生活机遇多、经济发达的

“扶梯区域”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经济回报率，实现其向上的社

会流动（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Ｆｉｎｄｌａ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Ｆｌｉｐｐｅｎ，２０１３；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５；王
宁，２０１４）。 然而，“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往高处走”的人口，其感受到的“相对

剥夺感”会随着流出地与流入地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方面差距的

增大而愈加显著（董立男等，２０１９）。
综上，本文提出第 ３ 个假设。
假设 ３：流入地城市选择对流入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存在中介作用。 流出

地等级、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通过影响流入地城市的选择，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

的间接效应。 那些向更高等级城市流动的人口不太容易在流入地获得住房产权。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设计

为了探究来自不同流出地、不同流入地城市、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流动

人口之间的住房分化，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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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是否能通过影响流入地选择，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间接作

用。 广义结构方程模型是结构方程模型的延伸，可处理二分类、多分类的因变量

和中介变量。 鉴于本文的因变量“是否获得住房产权”为二分类变量，中介变量

“流入地的城市等级”为多分类变量，故构建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对新生代农村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产权状况进行分析。

ｌｎ Ｐ ｉ

１ － Ｐ ｉ

æ
è
ç

ö
ø
÷ ＝ ａ０ ＋ ａ１ＧＯｉ ＋ ａ２ＧＤｉ ＋ ａ３Ｃ ｉ ＋ ａ４Ｍｉ ＋ ε１ （１）

ＧＤｉ ＝ β０ ＋ β１ＧＯｉ ＋ β２Ｃ ｉ ＋ ε２ （２）

在式（１）中，Ｐ ｉ 表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ｉ 在流入地城市获得住房产权的概

率；ＧＯｉ 表示流出地特征，包括流出地的城市等级和县级行政区类型；ＧＤｉ 为中

介变量，即流入地城市选择，具体用流入地的城市等级来表示；Ｃ ｉ 表征流动人口

的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等；Ｍｉ 表示

流动特征，包括迁移的总时间、迁移次数和迁移形式。 其中，流动人口流入地城

市选择也会受到其流出地特征和部分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如公式（２）所示。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 该调查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６ 年

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呈比例的概率抽样

方法，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 周岁及以上的

流入人口为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涵盖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流出地和流入地信息、
流动特征以及在流入地的住房类型等。 调查范围覆盖 ３１ 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本文以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住房

选择，故选取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出生、户口性质为农业或农业转居民的流动人

口，排除了流出地为一线城市①、现居住地为村委会和住房性质为自建房②的流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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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此群体来自一线城市的比重很低，仅为 ０ ０６％ ，故本研究

排除了来自一线城市的样本。
考虑到土地制度的约束，居住在村委会的流动人口不太可能获得住房产权，且这部分群体与居住在居

委会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故本文排除了现居住地为“村委会”的样本。 另外，流动人

口一般不太可能在流入地自建住房，那些选择“自建房”的受访者可能是租赁当地居民的自建房。 因

无法甄别“自建房”是否为受访者所自有，故本文排除了选择“自建房”的样本。



动人口。 除去有缺失和遗漏项的样本，本文最终筛选得到的样本来自 ２８８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共 ４８８０６ 人。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权属是本文所关注的因变量。 其

中，本文将自购商品房、自购小产权住房和自购保障性住房归为“自有住房”①，
其他类型归为“租房”。 探究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

住房产权获得的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反映不同流出地在社会、经
济、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本文选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住房市场和政策等密切

相关的城市等级②（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和县

级行政区类型（市辖区、县级市和县域）来反映流动人口“地理出身”的差异。 考

虑到流入地城市对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与城市的房价和住房政策密切

相关（Ｈｕａｎｇ ＆ Ｔａｏ，２０１５；方长春、刘欣，２０２０；杨巧、杨杨长，２０１８），本文采用城

市等级（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五线城市）这一

综合指标来反映不同流入地城市在房价和住房政策上的差异。 借鉴现有与流动

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相关的文献（Ｆａｎ，２００２；陈果，２０１６；方长春，２０２０），本文将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和性质、宅基地、承包地、家庭收入和

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等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迁移时间、次数和形式等流动

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地理流动

总体上来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间流动主要以城市群内部近距离

迁移为主，且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远距离的自西向东的迁移也较为常

见。 从城市群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在人口流动网络

中均处于较为重要的位置，但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其中，珠三角地区人口流

动呈“紧簇状”分布的多核空间格局，以短距离、城市群内部的流动为主。 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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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三类自有住房对流动人口的排斥机制存在差异，考虑到本研究的重点是剖析流动人口的住房

结果，即是否获得了住房产权，以及获得自购小产权房和自购保障性住房的样本占比较低，故在正文

中不对自有住房类型做更为细致的划分。 笔者也剔除了获得自购小产权房和自购保障性住房的样

本，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模型结果基本一致。
城市等级的划分依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２０１７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ｈｔｔｐｓ： ／ ／
ｍ ｙｉｃａｉ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５２５６０４５ ｈｔｍｌ）。



而言，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的范围更为分散。 京津冀地区除了城市群内

部的流动外，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山东省、河南省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多数城

市形成多地联动的网络格局。 而长三角地区呈现“百花齐放”的局势，形成以上

海市为中心，南京市、苏州市、杭州市等多个新一线城市为副中心的“一主三副”
多核心城际流动格局。 此外，长三角地区还吸引了来自东北、西北、西南等多地

区的人口，与多地区均形成了密切的人口流动联系。 成渝城市群呈现以重庆、成
都两个新一线城市为核心的人口流动格局，其流出人口多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
从城市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大一线城市是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主

要流入地，广泛吸引了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 不同的是，广州和深圳主要吸引珠

三角城市群内部的人口，而北京、上海对人口的吸引力更大、辐射范围也更广。
例如北京，除了吸纳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外，其流入人口的来源地还覆盖了东北、
华北、华东等地区。

图 １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流动情况

图 １ 展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跨城市等级的流动格局。 箭头的粗细代表

在不同城市等级间流动的新生代群体占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总样本量的比重。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呈现出多样性和较强的阶梯性，以跨越城

市等级向上流动的形式为主。 从流出地来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较

低等级城市，其中来自四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最高，为 ３４ ０７％ ，其次为来自

三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 ２５ ５２％和 ２３ ６９％ 。 将流出地为

一线城市的人口排除后，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所占样本的比例最低，仅为

６ ８６％ 。 从流入地来看，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吸引

力较大，尤其是对来自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的流动群体尤为明显。 从跨越的等

级来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数量随着跨越城市等级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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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的趋势。 向上跨越一级或两级的流动较为明显。 例如，从四线城市到二线

城市、从四线城市到三线城市以及从五线城市到二线城市等。 另外，除了跨越城

市等级流动的人口外，同一城市等级内部的流动也占一定比例，四线城市之间流

动的占比最高，为 ８ ２４％ 。
表 １ 展示了不同城市等级流入地中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和人口社会经济属性

等方面的差异。 从流出地来看，除上述展示的来自不同城市等级的新生代农村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上的差异外，来自不同类型县级行政区的流动人口在不

同城市等级流入地中的占比也存在明显差异。 来自市辖区和县级市流动人口的

占比随流入地城市等级的降低呈下降趋势。 来自县域的流动人口则呈现相反趋

势，在等级较低的城市中所占的比重明显较大。 从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来看，
男性在一线城市的比重相对较低（４４ ０４％ ），而在其他等级流入地无明显差异。

　 表 １ 不同等级流入地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特征 Ｎ ＝４８８０６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流出地县级行政区（％）

　 市辖区 ２１ ８５ ２３ ０１ １５ ６９ １５ ２３ １７ ０３ １９ ３７

　 县级市 １９ ４５ １８ ４２ １６ ９８ １５ ２２ １１ ４６ １１ ０１

　 县域 ５８ ７０ ５８ ５７ ６７ ３３ ６９ ５５ ７１ ５１ ６９ ６１

性别（％ ）

　 男性 ４４ ０４ ４６ ５５ ４７ ７０ ４６ ０６ ４７ １７ ４６ ７０

　 女性 ５５ ９６ ５３ ４５ ５２ ３０ ５３ ９４ ５２ ８３ ５３ ３０

年龄（岁）
３０ ０７ ０
（４ ６１）

２９ ６７ ０
（４ ８３）

２９ ９９
（４ ８１）

３０ ２６
（４ ７０）

３０ ３４
（４ ７５）

３０ ２３
（４ ７８）

婚姻状态（％ ）

　 已婚 ７３ ２６ ７０ ６２ ７４ ３８ ７７ ２５ ７５ ２６ ７４ １６

　 其他 ２６ ７４ ２９ ３８ ２５ ６２ ２２ ７５ ２４ ７４ ２５ ８４

受教育水平（％ ）

　 小学及以下 ２ ２１ ３ ２２ ４ ８５ ７ ５８ １３ ０７ ５ ５７

　 初中 ３３ ８７ ３８ ４４ ４４ ７０ ４５ ０５ ５０ １２ ４２ ５８

　 高中及中专 ３０ ８７ ３２ ３３ ２７ ８８ ２８ ２２ ２３ ６８ ２９ １３

　 大专及以上 ３３ ０５ ２６ ０１ ２２ ５７ １９ １４ １３ １３ ２２ ７１

　 　 注：对于连续变量，括号中给出了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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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群体在低等级城市，如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中的占比相对较高。 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群体比重随着城市等级的降低而下降。 具有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

学历的流动人口流入一线城市、新一线、二线城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低等级城

市，反映了人才的空间集聚。

（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地理流动与住房产权获得

不同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群体之间在住房产权获得上存在明显分化（表 ２）。
总体来看，同等级、向上跨一级或向下跨一级的流动群体住房自有率相对较高。
其中，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流入新一线城市时，获得住房产权的比例最

高，流入四线城市和一线城市时次之；来自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的新生代农村

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随着流入地城市等级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
在三线、四线城市获得住房的比例相对较高。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即使是跨越等

级相同的流动群体，其住房自有率也会因流出地城市等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例如，都是同等级流动，来自新一线城市且流向新一线的流动人口获得住房产权

的比例最高，为 ３６ ３２％ ，而来自五线城市且流入五线的流动人口的住房自有率

最低，为 ２９ ５１％ ；对于向上跨一个等级流动的群体而言，流出地为二线城市、流
入地为新一线的流动人口获得住房产权的比例最高，其次为来自五线城市流向

四线和来自四线流向三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对于向下跨一级流动的群体，从二线

城市向三线城市流动的群体住房自有率最高，为 ３６ ９％ 。 总体而言，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的住房自有率不仅因其在地理流动中跨越等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即
使是跨越相同等级，住房自有率也会因流出地城市在等级中所处的绝对位置不

同而有所差异。

　 表 ２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地理流动及其在流入地住房自有率 Ｎ ＝４８８０６
流入地城市等级

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流出地的城市等级（％ ）

　 新一线城市 ２４ ４６ ３６ ３２ １４ ８０ ２１ １７ ２７ ７４ １２ ２６

　 二线城市 ３０ ３１ ３０ ７９ ３３ ９７ ３６ ９０ ３５ ８５ ２２ ７８

　 三线城市 １８ ９６ ２８ ７９ ２１ ２５ ３５ ０４ ３２ ４８ ２３ ０７

　 四线城市 １３ ９４ ２３ ３６ ２１ ８９ ２７ ２１ ３５ １２ １８ ８８

　 五线城市 １０ ８６ ２２ ４７ ２０ ２８ ３５ ４４ ２９ ０３ ２９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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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住房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和在流

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情况进行分析，模型结果在表 ３ 中以比值比的形式展示。 表

３ 中最右边一列展示了流出地的城市等级和县级行政区类型、流入地城市等级、
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流动特征对住房产权获得的直接影响；左边的五列展

示了流出地的城市等级和县级行政区类型，以及人口的部分社会经济属性对流

入城市等级选择的影响。

　 表 ３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 Ｎ ＝４８８０６
流入地城市等级（参照组为一线城市）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住房产
权获得

流出地城市等级（参
照组为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０ １５８∗∗∗ 　 ３ ９２２∗∗∗ ０ ９６９ ０ ６６０∗∗∗ ０ ５７８∗∗∗ １ ２５５∗∗∗

（０ ０１６） （０ ４２９） （０ １２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７６） （０ ０７４）

　 三线城市
０ １５８∗∗∗ １ ０１５ 　 １ ４２５∗∗∗ ０ ３６７∗∗∗ ０ ３０９∗∗∗ ０ ８４８∗∗∗

（０ ０１３） （０ １００） （０ １５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４３）

　 四线城市
０ １８３∗∗∗ １ ００２ ０ ５２０∗∗∗ ２ １７０∗∗∗ ０ ３６０∗∗∗ ０ ８１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８） （０ ０５６） （０ ２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五线城市
０ １９６∗∗∗ 　 １ ８０７∗∗∗ １ ２９６∗∗ ０ ７６８∗∗ ２ ３７９∗∗∗ ０ ９２５　

（０ ０１７） （０ １８３） （０ １４３） （０ ０９４） （０ ２６３） （０ ０４９）

　 县级市
１ １３２∗∗ 　 １ １３４∗∗ １ １１６∗ ０ ８２８∗∗∗ ０ ９１５　 １ ０１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０）

流出地县级行政区
（参照组为市辖区）

　 县域
１ ２２５∗∗∗ 　 １ ５５７∗∗∗ １ ６９２∗∗∗ １ ３９５∗∗∗ １ ４０４∗∗∗ ０ ８９７∗∗∗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８）

男性（参照组为女性）
１ １４９∗∗∗ 　 １ １９０∗∗∗ １ １５７∗∗∗ １ １０８∗∗ １ ２０１∗∗∗ ０ ９５１∗∗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４）

年龄（岁）
０ ９７９∗∗∗ ０ ９７８∗∗∗ ０ ９８２∗∗∗ ０ ９９３　 ０ ９８７∗∗ １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已婚（参照组为其他）
０ ９９１ １ １３１∗∗∗ １ ２７４∗∗∗ １ １５８∗∗∗ １ １１５∗ ２ ７１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５） （０ １１１）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
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７５１∗∗ ０ ６０３∗∗∗ ０ ４４８∗∗∗ ０ ３８０∗∗∗ ０ ３１９∗∗∗ １ ６８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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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流入地城市等级（一线城市 ＝ ０）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住房产
权获得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
为小学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０ ６４６∗∗∗ ０ ４０８∗∗∗ ０ ３３１∗∗∗ ０ ２６３∗∗∗ ０ １７４∗∗∗ ２ ６５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１６０）

　 大专及以上
０ ４９０∗∗∗ ０ ３１０∗∗∗ ０ ２０７∗∗∗ ０ １８１∗∗∗ ０ ０９３∗∗∗ ４ ５２６∗∗∗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２８４）

职业类型（参照组为
机关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
０ ７７９∗∗∗

（０ ０３２）

　 设备操作人员、农
林牧渔水利生产
人员

０ ８７８∗∗∗

（０ ０４２） 　

　 无工作者及其他
１ ５５４∗∗∗

（０ ０７１）

体制内工作（参照组
为体制外工作）

１ ４５４∗∗∗

（０ ０７４）

有宅基地（参照组为
无宅基地）

０ ５０６∗∗∗

（０ ０１４）

承包地（参照组为无）

　 有承包地但没流转
１ ３４８∗∗∗

（０ ０３７）

　 有承包地且流转
１ ８０９∗∗∗

（０ ０８６）

　 不清楚
０ ９４７　

（０ ０４２）

家庭月收入（对数）
２ １１４∗∗∗

（０ ０５１）

共同居住的家庭成
员数

１ １７１∗∗∗

（０ ０１４）

离开流出地的时长
（年）

１ ０９５∗∗∗

（０ ００３）

迁移次数（次）
０ ９１２∗∗∗

（０ ００９）

跨省迁移 （ 省内迁
移 ＝ ０）

０ ５４４∗∗∗

（０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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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流入地城市等级（一线城市 ＝ ０）

新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住房产
权获得

流入地城市等级（一
线城市 ＝ ０）

　 新一线城市
３ ０３７∗∗∗

（０ １５８）

　 二线城市
２ ２５６∗∗∗

（０ １１９）

　 三线城市
４ １１９∗∗∗

（０ ２３１）

　 四线城市
４ ６０１∗∗∗

（０ ２７５）

　 五线城市
３ ３０３∗∗∗

（０ ２０６）

对数似然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００１７３ ６７０

ＡＩＣ ２００５３９ ３００
ＢＩＣ ２０１３８５ １００

　 　 注：（１）∗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２）表中报告的是比值比，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因职

业类型、体制内工作等变量与流入地选择不会直接影响流入地选择，故在表 １ 中未予以展示。

流出地的城市等级和县级行政区类型以及流入地的城市等级在新生代农村

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体来看，流出地的城市等级越

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就越大。 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新生代

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住房的概率分别是来自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流动人

口的 １ １７９ 和 １ ２２４ 倍。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

房的概率比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要高。 可能的原因是，在流入地城市等

级相同的情况下，相较于来自二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

在低等级城市购房的意愿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在流入地购房的可能

性。 另外，来自不同县级行政区的流动人口在住房产权获得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相较于来自县域的流动人口，来自市辖区的流动人口更容易获得住房，其在流入

地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是来自县域流动人口的 １ １１５ 倍。 而来自县级市的流动

人口与来自市辖区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上并无显著差异。 从流入

地的城市等级来看，流入城市的等级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也存

在显著影响。 总体来说，流入城市等级与流入人口住房产权获得概率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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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Ｕ”形关系。 相较于一线城市的流入人口，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三线和四

线城市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最大，分别为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 ４ １１９ 倍和 ４ ６０１
倍。 这可能的原因是，在流出地城市等级和县域行政区类型相同的情况下，流向

高等级城市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较大，感
受到的“相对剥夺感”也明显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购房行为，降
低了其在一线、新一线等高等级城市购房的可能性。

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均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的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显著影响。 相较于男性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女性群体在

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上的优势凸显，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群体在婚姻市场中具有

明显“向上匹配”偏好，更容易通过婚姻获得住房产权。 年龄与新生代农村流动

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在流入地获得住

房产权的概率约为平均水平的 １ ００６ 倍。 已婚、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

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实现资本的积累，在流入地住房产权获

得上的优势凸显。 制度性因素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获得上依然发挥着

重要作用。 国家机关负责人或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体制内工作者在流入

地购买住房概率更高。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承包地被视为一种土地资本，可增

加流动人口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住房

产权（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Ｗｕ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 而宅基地的作用恰恰相反，拥有宅

基地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的概率较低，反映了宅基地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

住房获得的牵制作用（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从流动特征来看，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的家庭成员数越多、离开流出地总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获得住房的概率越大。
具有多次迁移经历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更容易在流入地租房。
相较于省内流动人口而言，跨省迁移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受到的制度性和结

构性排斥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特征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流入地选择均具有

显著影响。 从流出地的城市等级来看，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更倾向在同等级城

市间流动。 如，相较于来自其他城市等级的流动人口，来自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

口流入新一线城市的概率明显较大；相似地，来自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的

流动人口均表现出明显的“同级流动”特征。 除同级流动外，向上流动的趋势也

较为显著。 如，来自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流向一线城市的概率明显

高于来自其他等级的流动人口；来自五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向二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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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较低城市等级的流动人口而言（四线和五线城

市）向上跨一个城市等级流动的概率相对较低。 从流出地的县级行政区类型来

看，相较于来自市辖区的流动人口，来自县级市、县域的流动人口流向一线城市

的概率较低。 这可能是因为县域所赋予流动人口的机会和资本较少，使得他们

没有足够的资本流向大城市。 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来看，不
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之间在流入地选择上均存在明

显的异质性。 与女性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男性群体流向一线城市的可能

性较小。 而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经济

资本积累上具有明显优势，流向一线城市的可能性明显较大。 已婚新生代农村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选择上相对较为保守，相较于一线城市，更容易流向二线城

市和三线城市。
我们基于模型结果计算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特征和社会经济属性对住房产

权获得的间接影响，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流出地的城市等级通过影响流入地选择

对住房产权获得有显著的间接作用。 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等级的流动人口，同
级流动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其中，来自四线城市的流动人口

流向四线城市时，对其住房产权获得的正向间接影响最大。 对于来自较低等级

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选择适当的跨等级向上流动可以增大其购房的可能性。
对来自五线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相较于流向一线城市，选择流入二、三线城市

会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 对于来自高等级城市的群体，当其向

下跨越多个等级流动时，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相对较高。 例如，对于来自新一线

城市的流动人口，相较于流入一线城市，流入四线和五线城市会增加其住房产权

获得的概率，而流入二线城市则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负向的间接影响。

　 表 ４ 流出地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属性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的间接影响 Ｎ ＝４８８０６
流入地城市等级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流出地城市等级（参照组
为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０ １２９∗∗∗ ３ ０３７∗∗∗ ０ ９５７ ０ ０ ５３０∗∗∗ ０ ５１９∗∗∗

　 三线城市 ０ １２９∗∗∗ １ ０１２ １ ６５２∗∗∗ ０ ２１７∗∗∗ ０ ２４６∗∗∗

　 四线城市 ０ １５１∗∗∗ １ ００１ ０ ３９７∗∗∗ ３ ２６１∗∗∗ ０ ２９５∗∗∗

　 五线城市 ０ １６４∗∗∗ １ ６１８∗∗∗ １ ４４３∗∗ ０ ６６８∗∗ ２ ８１５∗∗∗

　 县级市 １ １４８∗∗ １ １０７∗∗ １ １６８∗∗∗ ０ ７５０∗∗∗ ０ ８９９

　 县域 １ ２５２∗∗∗ １ ４３３∗∗∗ ２ １０６∗∗∗ １ ６６２∗∗∗ １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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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流入地城市等级

新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男性（参照组为女性） １ １６６∗∗∗ １ １５１∗∗∗ １ ２２９∗∗∗ １ １７０∗∗ １ ２４４∗∗∗

年龄（岁） ０ ９７６∗∗∗ ０ ９８２∗∗∗ ０ ９７４∗∗∗ ０ ９８９ ０ ９８４∗∗

已婚（参照组为未婚） ０ ９９０ １ １０５∗∗∗ １ ４０９∗∗∗ １ ２５１∗∗∗ １ １４０∗∗

受教育水平（参照组为小
学及以下）

　 初中 ０ ７２８∗∗ ０ ６６２∗∗∗ ０ ３２１∗∗∗ ０ ２２８∗∗∗ ０ ２５６∗∗∗

　 高中及中专 ０ ６１５∗∗∗ ０ ４８２∗∗∗ ０ ２０９∗∗∗ ０ １３０∗∗∗ ０ １２４∗∗∗

　 大专及以上 ０ ４５７∗∗∗ ０ ３８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９∗∗∗

　 　 注：∗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从流出地的县级行政区类型来看，相较于来自市辖区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

口，来自县域对住房产权获得具有正向的间接影响。 来自县域的流动人口选择

流入等级较低的城市可增加其住房产权获得的概率，这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县域

这一地理出身在住房产权获得上的劣势。 与之类似，男性和已婚群体更倾向于

选择流向低等级城市，从而增加其在流入地获得住房的可能性。 受教育水平较

高的群体选择流入较低等级城市的概率较低，故受教育水平通过流入地选择住

房产权获得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为负。 主要原因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

在流入地的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一线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购房难

度，降低了其购房的概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群体更可

能流入更高等级城市，从而对其住房产权的获得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相较

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群体而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通过流向新一线

和二线城市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的负向间接影响要小于其对住房产权获得的

正向直接影响。 即从总效应来看，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住房产权获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地理空间视为影响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到住房分化的

研究中。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结构

方程模型，不仅探析了来自不同流出地、不同流入地城市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之间的住房分化，还揭示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和社会经济属性如何影响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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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在流入地的住房产权获得。 研究结果发现，不同流出地的新

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上存在明显分化：流出地的城市等级

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购房的概率越大；来自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获得住房产权

的概率明显高于来自县域的流动人口。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第

１ 个假设，证实了“地理出身”在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
本研究验证了流入地城市等级对住房产权获得的显著影响。 与以部分城市为研

究单元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结论不同（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王玉君

等，２０１４），本研究以中国各等级城市为解释变量，发现随着流入地城市等级的提

高，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的概率先增加后降低。 其中，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获

得住房产权的可能性在四线和三线城市最大，其次为五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

线城市，而一线城市的流入人口住房获得的概率最低。 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研

究提出的第 ２ 个假设。
此外，本研究提出第 ３ 个假设，探究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和人口社会经济属性

如何影响其流入地选择，并进一步影响其在流入地的住房产权获得，揭示了流入

地城市的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流出地的城市等级通过影响流入地选择对住房

产权获得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无论是来自哪个城市等级的流动人口，当同级

流动时，对住房产权获得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对于来自较低等级城市的流动人

口而言，适当的跨等级向上流动可以提高其购房的可能性；来自高等级城市的流

动人口往往选择向下跨等级流动，其住房产权获得的概率也相应增加。 相较于

来自市辖区的流动人口，来自县域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流入较低等级的城市，
从而增加其在流入地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域”地理出身

对住房产权获得的负向影响，使其对住房产权获得的总效应为正。 具有较高教

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向大城市，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生活成

本和购房压力，对购房产生负向间接的影响，但受教育水平对住房产权获得正向

的直接影响更大，使得总效应依然为正。 一方面，这些群体利用其人力资本更容

易克服在大城市所面临的经济、制度障碍，从而增加获得住房产权的概率；另一

方面，大城市的“扶梯效应”也能够使此群体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资本禀赋，增
加人力资本积累和职业发展的机会，从而提高其在高等级城市购房的概率。

总结本文对中国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住房的研究，笔者认为

以下几点值得从学术和政策层面进一步思考。
第一，流动人口能否在流入地获得住房，以及在什么等级的城市获得住房，

成为透视现阶段社会财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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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收入、生活条件、政治和社会身份等方面，而近十几年来

住房的市场化和金融化凸显了住房的财富效应和金融投资属性，使得原来作为

生活资料的住房成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家庭资产，家庭间房产的差异能够解释

三分之二的家庭财富不平等（李煜，２０１９；张传勇等，２０２０）。 此外，房价以及住

房政策在城市间的差异，强调了在“哪里”获得住房产权的重要性。 然而，受数

据限制，本研究无法对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或其他城市的住房资产进行综合考量。
在未来研究中，为揭示流动人口社会财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应考虑流动人口在流

出地和其他城市的住房资产。
第二，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在不同区域、城市间分配的不均衡强调了地

理空间对个体生活机遇、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基于生活机遇、空间机会结构、
“扶梯”区域等概念和理论，本研究探究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对流动人口住房产权

获得的影响，强调不同来源地赋予流动人口的机会结构、资本的差异，提出“地
理出身”的概念，并论述其在住房分化中的作用机制。 对应于社会学家所提出

的根植于家庭背景的先赋性因素———社会出身（布尔迪约、帕斯隆，２００２；方长

春、风笑天，２０１８），“地理出身”也可视为一种先赋性因素，源于地区之间的不均

衡发展，并深嵌于个体社会经济属性中，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结果。 此外，空间

机会结构、扶梯区域等概念和理论还强调个体可以通过选择将自己置于蕴藏更

好机会的地理空间中，增加将其禀赋转化为社会地位的概率。 不同于“地理出

身”这一先赋性因素，地理流动可以视为一种“自致因素”，是个体摆脱不平等的

资源配置的空间结果的约束，进入到资源配置更具优势的地理环境，发挥人力资

本，实现个体资本积累、重塑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第三，人口的地理流动成为农村流动群体与农民群体之间分化的主要原因

（李煜，２０１９；许经勇，２０１１），而本研究通过揭示新生代农村流动群体内部在地

理流动与住房上的分化，对深入理解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那些流向“扶梯区域”、进入到资源配置更具优势的地理空间的新生代农村流动

人口往往能够获得较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生活质量，更容易实

现相对向上的社会流动。 然而，流动的目的地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流动人口

在综合考虑流入地城市的“拉力”和“阻力”作用下，根据自身的资本禀赋、能力

以及发展需求做出的理性选择。 相较而言，那些来自发达地区、拥有较高的教育

水平和收入的群体更容易流向大城市，通过搭乘“扶梯”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１９９３；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５；Ｖｅｌｔｈｕ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本研究也发现，只有来自等

级较高的城市或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才更有可能流入具有“扶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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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大城市。 而人力资本较高、来自市辖区的流动群体能够更好地调整社会

经济回报与住房产权获得之间存在的张力，在向大城市流动时，他们不仅获得了

较高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还更有可能克服大城市经济和制度障碍，在流入地获得

住房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流动。
总体而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流出地、流入地纳入住房分化研究

框架中，探究资源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配置不均等对个体发展产生的结构性影

响，从而导致的住房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 此外，在芝加哥城市生态学派强调社

区的邻里效应，以及韦伯和雷克斯、摩尔、帕尔等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所关注

城市内部空间区隔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将“空间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应用到更

大空间尺度的分析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不平等地理空间根源的理解，对优化流

动人口住房政策具有启发意义。 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住房市

场和政策等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密切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制度和政

策应在流出地和流入地同步推进，缩小空间机会结构差异或机遇不平等引起的

住房不平等。 除了要在流入地加强对流动人口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和实现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外，也应正视不同流出地的出生地效应，加强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
设施的投入，改善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

本研究存在的一些局限可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首先，本研

究的对象为在流入地没有获得户籍的流动人口，未将那些已经获得本地户口的

新市民纳入分析范围，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加强对新市民群体的关注，揭示流

动人口与新市民群体之间的住房分化及影响因素。 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流动

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结果，而购房决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未来可开展访

谈调研，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进一步剖析地理流动与购房决策的复杂互动。 此

外，尽管流入地住房分化为我们透视现阶段社会财富差距和阶层分化提供了重

要视角，但同时也应意识到，流动人口可能在流出地或其他城市购买住房

（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未来的研究需统筹考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出地和在其

他城市的住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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